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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三权分置”
改造表明现行集体土地产权改革是在用途管制前提
下重构农民土地财产权。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是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的关
键。传统物权法采取统一所有权理论，以归属为中
心，在解释土地利用中心背景下形成的农民土地财产
权构造上捉襟见肘 [1]，难以明确其基本特征，从而也
无法设计出有效的实现路径。实际上，在政策、理论
乃至实践中，对集体土地产权改革的言说已经逐渐由
所有权话语转向财产权话语 [2]。财产权话语强调个
体，要求重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本文以此为立论基
础，借助爱德华·苏贾的本体三元论 —— 时间性、社
会性和空间性 —— 分析农民土地财产权基本特征，
探索其实现路径。
1　一种财产权三维分析框架的提出
主流观点一直认为，任何事件、任何活动乃至任
何生活都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社会性的。20 世纪晚
期，不同学科领域的一些学者开始强调空间维度，尝
试打破这种封闭的本体二元论。爱德华·苏贾完整
提出了本体三元论 —— 时间性、社会性、空间性构成
人类生存的一切具体方面 [3]，三者相互交织，不可分
割且相互依赖。财产权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具体方面，
可以运用本体三元论分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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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目的：从时间性、社会性、空间性三维解读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基本特征，进而探究其实现路径。研究方法：
规范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1）农民土地财产权由国家配置，呈现出开放性结构；（2）农民土地财产权本质
上具有关系性，负有社会功能；（3）农民土地财产权受土地属性限制，在个人自治与公共利益互动平衡中动态发展。研
究结论：农民土地财产权需要双重实现，公法上可以从基本权利的功能入手限定国家干预范围；私法上确立其独立民
事权利地位，并借助集体成员概念明确成员权利和成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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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绝对财产权向相对财产权，从财产共有向
财产私有的宏大叙事外，时间性分析尤其指向财产权
在特定时刻被创设或分配给特定人。社会性分析关
注财产权的社会渊源及其边界。财产权只能是特定
社会语境中的权利，个体之间围绕财产权客体形成的
社会关系构成其社会渊源。财产权边界在这种关系
互动中形成，财产权人的自治并非绝对而是受制于共
同体需要，这决定了法律将会如何保护、承认、管制并
分配财产权。空间性分析包括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
两方面，财产权存在于且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运
作并受到限制。物理空间即财产权客体 —— 财产权
是具体化的存在，总是有一个可以定位的地方。社会
空间由社会关系构成，社会关系决定财产权边界。在
财产权边界内，财产权人拥有单方面改变物理空间，
改变财产关系当事人地位的决定权，但这种决定权会
影响作为财产关系背景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关系。
本体三元论提供了认识财产权的基本框架，有助
于揭开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面纱并洞悉其基本特征，进
而循着基本特征勾勒出的轨迹找到契合其本身的实
现路径。
2　时间维度下的农民土地财产权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
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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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包括完整的占有、使用、收
益、处分等权能。紧随而至的合作化运动逆转了土地
制度格局，从临时性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再到初级合
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以至 1958 年《关于农村建立人民
公社问题的决议》，农民入社，私有的土地转为集体所
有。农民除了拥有自留地使用权外，不享有任何其他
土地权利。但到了 80 年代，中央改弦易调。1982 年
中央“一号”文件变公有公用为公有私用，明确赋予农
民集体土地使用权；1987 年《民法通则》首次提出土
地承包经营权概念，农民土地财产权再次初步形成。
2003 年《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
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的权利。2007 年《物权法》明
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
2008 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乃至《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近期修改，渐进且持续地强调确
权颁证、促进流转、扩张权能（抵押、担保），以及“三
权分置”，农民土地财产权不断巩固和完善。
历史梳理揭示了集体土地所有权源于入社农民
的土地私有权，农民土地财产权深受国家意志的影
响 —— 国家先创设，再消解，而后又分配给农民土地
财产权。在时间洪流的不同时刻，农民土地财产权呈
现出不同样态，从土地使用权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宅
基地使用权再到三权分置，农民土地财产权由国家一
项又一项地建构起来，实际上是农民享有的各项具体
土地权利的集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土地财产
权以土地使用权为基础，呈现出开放性结构。首先，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外延具有开放性，因为土地所有权
权能结构具有开放性，并不局限于占有、使用、收益、
处分 4 项 [5]，而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将集体成员与集体
土地所有权权能对接的结果。当下强调农民的土地
发展权即是其例。其次，农民土地财产权内具体土地
权利的权能结构具有开放性，因为在土地权利从以所
有为中心到以利用为中心的发展背景下，集体土地所
有权退隐，农民土地财产权走在前台，各项具体权利
以无限接近于土地所有权的方式运作，而且集体土地
产权改革趋向于收缩身份属性影响范围，强化土地财
产属性。最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创设方式具有开放
性，因为国家主导的集体土地产权改革，将根据特定
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共同体需要按照不同方式增加或减
少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内容。例如，在城乡人口结构改
变、生产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三权分置”实质上补充
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通过农民处分其土地
经营权，引入其他主体经营土地，实现土地最大效用。
3　社会维度下的农民土地财产权
社会性分析提供了理解农民土地财产权开放性
结构的另一视角。财产权目的决定财产权结构，财产
权结构决定财产权行使方式。财产权目的受不同时
期国家目标的影响，财产权结构取决于具体社会经济
环境，不可避免地具有开放性；行使财产权将牵动围
绕财产客体形成的关系网络，个人自治的边界浮动，
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农民土地财产权具有关系性
本质，服务于一定社会功能。
3.1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关系性本质
沃尔德伦认为，法律关系必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财产权是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束 [6]。农民土地
财产权本质上亦然，典型地如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农
民集体与农民缔结合同而产生。初始层次上，农民土
地财产权涉及农民、农民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农
民是农民集体的成员，农民土地财产权派生自集体土
地所有权，但自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确立以来，农民越
来越直接地与国家发生关联 [7]，国家权力构造了农民
土地财产权结构。以完全财产权或所有权为参照点，
那些没有赋予给农民的土地权利或者权能，实质上由
国家“保留”。国家“保留”的权利或权能中有一部分
赋予农民集体。“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
是自己的”表达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在土地收益权
上的分配格局，正是初始层次关系的表现。
次级层次上，农民土地财产权涉及农民、农民集
体、其他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通常认为当前集体土
地产权的改革趋势是“弱化集体土地所有权，强化土
地使用权”，这实际上误解了农民土地财产权与集体
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两者相互独立但又内在关联。
集体土地所有权为集体成员利益（尤其是生存保障）
而存在，是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工具；集体土地所
有权只能通过具体化的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强化后
者也就是强化前者。因集体土地的身份属性，农民与
其他经营主体的土地财产权关系原受严格限制，但
“三权分置”放松了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转
让土地经营权给其他经营主体。农民既面向集体，也
面向其他经营主体，“集体土地所有权 —— 土地承包
经营权 —— 土地经营权”结构准确表达了“三权分置”
中的双向关系，而主张农民在转让土地经营权后仅剩
下土地承包权则只看到了农民与农民集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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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层次涉及公法关系，次级层次主要涉及私法
关系。公法关系易受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进而会波
及农民土地财产权可以运作的私法关系范围。农民
与农民集体的关系实际上处于公法与私法的中间地
带，因为农民集体本身具有公私法混合属性。相对于
农民，农民集体处于管理人地位，或者作为国家权力
的延伸，或者基于所有权主体地位，分配并监督农民
土地财产权的行使，但同时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民土
地财产权受物权法平等保护，农民集体应尊重农民土
地财产权。
3.2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社会功能
法律关系的设计最终是一个正义和政策问题 [8]。
国家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建构依循功能导向，并受不
同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权“不
单单是一种私法层面的权利架构，而是糅合着私人权
利、各阶层的利益分配以及国家规制目的的混合产
物”[9]。关系性本质决定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设计需
要考虑农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背后的
利益冲突。农民在农民集体共同体中，也在国家共同
体中，社会共同体生活不允许不当使用财产权，追求
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应符合公共利益 [10]。
土地公有制决定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基础具有
公共性。初始层次上，国家在建构农民土地财产权时
植入国家目标，通过调整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内容及具
体权利权能结构来发挥其社会功能。例如，农民土地
财产权始终内置明确的身份限制，尤其如严格限制处
分权，主要为了发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农民进城务工现象普
遍，土地收益相较杯水车薪，另一方面，农民耕作低效
甚至选择放弃经营权利无助于土地规模经营以致影
响粮食安全，国家遂开始调整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
制度设计，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功能，允许
通过流转给其他经营主体以获取收益。
国家抽象地构造农民土地财产权，农民集体具体
地分配农民土地财产权。在次级层次，农民个体不可
分割地、平等地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首先
应按照公平原则分配土地权利，而在“三权分置”下农
民进而可以向其他经营主体让渡土地经营权并从中
获取收益。作为实际使用者，除了合理利用土地的法
定义务外，农民和其他经营主体还必须遵守土地承包
经营权合同或土地经营权合同的约定义务。而且集
体土地所有权含有管理权能 [11]，农民集体有权监督并
制止不当利用土地的行为，切实践行农民土地财产权
的社会功能，从而维护公共利益。
4　空间维度下的农民土地财产权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社会性影响其空间特征。不
同社会经济环境下，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行使、国家权
力的介入会塑造或改变土地存在形态，触发或建构土
地上的社会关系。土地构成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物理
空间基础；农民与其他主体围绕土地形成的社会关系
构成其社会空间基础。
4.1	 从物理空间到社会空间
农民土地财产权可以解构为客体和关系两方 
面 [12]。农民主体的身份特殊性与土地客体的特殊性
导致农民土地财产权具有双重复杂性。物理空间的
复杂性体现为土地客体的复合属性。土地的不可移
动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农民土地财产权具有限定
性和封闭性，但物理空间在社会关系互动中延展，同
时具有动态性和公共性。首先，国家对土地实施用途
管制，空间上分割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并在此之上构造不同的农民土地财产权；其次，土地
兼具资源属性和财产属性，前者要求土地利用遵循土
地伦理 —— 合理利用以及可持续发展，后者注重财
产权人利用土地的自由范围，故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
下，国家需要协调两种属性之间的冲突。例如，当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立时，土地的财产属性始受关注，但
同时受到资源属性的严格限制，处分权能缺失；后来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稀释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村人
口结构变化，国家愈加重视土地财产属性，削弱资源
属性的束缚，充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允许
抵押、担保。
物理空间会影响围绕土地形成的社会关系，加之
具体社会经济条件的塑造，形成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
社会空间。通常而言，财产权就像一个信号工具，传
递了权利边界信息，形塑了人们之间对权利义务的理
解 [13]。但农民土地财产权与一般私有财产权不同，农
民土地财产权内各项具体土地权利权能结构并不完
整，国家在建构土地权利时“保留”的那些权能形成
公共领域，由于缺乏不同主体可以理解的边界，政府、
农民集体、农民以及其他经营主体利益混战，处于弱
势地位的农民往往被边缘化。在组织层面，农民与农
民集体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界定，农民的主体性地位
常被忽视，而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农民集体有时也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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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作为农民利益代表的地位，加剧了社会空间的复杂
性，进而附加土地客体更为复杂的属性。除了自然属
性外，土地还具有社会属性、政策属性，作为国家保障
农民生存利益，维护城乡秩序，推进城镇化，保证粮食
安全等公共政策的工具。
4.2	 空间互动中的利益平衡
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权也就获得了对土地某种程
度的控制，确立了个人自治的边界。在边界之内，农
民有权决定如何行使土地财产权，但这不仅会影响相
邻土地财产权人、农民集体的权利行使，也会影响集
体外更大范围的社会成员。农民个体自治的范围应
受到限制，否则，鉴于农民土地经营分散且经营能力
受限，很容易导致反公地悲剧或公地悲剧，甚至严重
损害确保粮食安全、推进城镇化、节约和合理利用土
地等公共利益。国家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平衡农民个
体自治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创设农
民土地财产权之时，具体土地权利权能结构缺失，农
民自始享有的只不过是有限的个体自治；在权利行使
之时，农民并不享有如一般私有财产权人一样的自由
度，一则须履行合理利用土地的法定义务，受国家土
地管理权制约，二则当实现公共利益确实需要时，向
国家征收权让步。
农民土地财产权在不同社会经济语境下动态发
展，个体自治利益与公共利益此消彼长，相互关系有
所不同。改革开放初期，受到严格限制的农民土地财
产权是农民个体生存利益与粮食安全、公共秩序等公
共利益综合平衡的结果。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土
地政策性功能使然。保障农民个体生存利益虽指向
农民生存权，但其与其他公共利益根本上一致，都是
国家履行职责的体现，基本上不具有自由权意涵，无
法完全有效对抗国家权力 [14]。农民土地财产权是一
种公共利益建构，是国家给付的结果。伴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在农业生产技术大幅提升，农村剩余劳动
力大量涌入城市，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削弱，但脱离
土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的背景下，农民土地财
产权所受限制渐趋削弱，处分权能不断补足，尤其“三
权分置”打破了通过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获取保障的方
式，更多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纯粹的财产权
看待，农民可以自由地决定从中拿出一部分权利转让
给其他经营主体。于农民个体而言，农民土地财产权
的身份束缚放松，土地本身的生存权属性削弱，自由
权属性愈加明显。
5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路径
三维分析表明，农民土地财产权是一张围绕土地
形成的开放的、动态的利益关系网，初始层次上直接
接受国家权力的规训，次级层次上既依赖农民集体又
独立于农民集体。构建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路径，
首先，应从公法视角正确认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为
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利益平衡确定基调；其次，应
在私法上充分肯定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独立地位，确立
农民与农民集体各得其所的配套制度。
5.1	 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公法路径
时间性分析尤其揭示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基
本权利地位。农民土地财产权关系农民的生存与发
展，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旨在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
要。伴随着社会空间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农民土地财产权同时承载了发展权
内容，“三权分置”应运而生。社会性和空间性分析提
示了正确认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首先
应凸显农民的主体性，其次要肯定其社会功能。农民
土地财产权具有防御权功能、受益权功能、客观价值
秩序功能，分别对应国家的消极义务、给付义务和保
护义务 [15]。这意味着：（1）国家不得恣意干涉农民土
地财产权，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且确有必要；（2）农民
可以请求国家给付物质上、经济上、法律上的救济和
帮助；（3）为了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国家需提供制
度保障并保护农民免受第三方的侵害。由此出发，可
以明确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公法路径。
首先，农民土地财产权属于法律保留范畴。国家
只能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方式确立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内容与限制，例如诸项具体土地权
利的权能结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等。而在土地改革
如火如荼的今日，农民土地财产权立法尤其要接受合
宪性审查。其次，国家权力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干涉
应以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利益需求为前提条
件，且遵循比例原则 —— 权力的行使应能实现公共
利益，农民遭受的财产权损害以必要为限，且不得为
了较小的公共利益严重限制农民土地财产权。再次，
国家可提供合理的行政指导或物质经济投入，提升农
民土地经营能力，促进经营方式多样化，并为那些合
法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提供司法救济。最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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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应健全农民土地财产权确权登记制度、抵押担保制
度、集体组织制度、司法救济制度等配套制度，为农民
打造抵御集体、政府、第三人侵害的堡垒，助推农民土
地财产权的实现。
5.2	 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私法路径
三维分析确证了农民以其对作为生存资源的土
地的依赖结成农民集体，农民集体是农民的整体结
合，既不凌驾于农民之上，也不抽象于农民之外 [16]。
农民与农民集体的关系明确，但由于缺乏对应的制度
构造，导致出现农民集体凌驾于农民之上的定位偏
差，以及人人都是权利主体但人人都无权行使权利的
悖论。要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权在私法上的实现，一是
要充分理解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独立性，二是在此基础
上构造集体成员制度。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开放性结构在社会空间中不
断延展。《物权法》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
权的物权属性，《土地管理法》（修改建议稿）规定农民
土地增值分享权，均凸显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独立民
事权利地位。时间性分析表明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国
家建构性，其得丧变更取决于法律规定，而非由农民
集体决定。尽管理论上集体土地所有权派生农民土地
财产权，但“土地一旦从共有转化为一种个人土地财
产权，就构成高度排他性的独立权利，不能再以国家
或其他任何共有的名义来轻易消灭这种状态” [17]。强
调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独立性不会背离土地公有制。集
体土地所有权为农民利益存在，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
就是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反之亦然。集体土地所有
权主要通过归属和利用方式实现。当前土地制度改革
整合了这两种方式 —— 以确保农民集体掌握土地支
配权为基础，聚焦土地使用权的分配和流转。集体土
地所有权通常保持功能性、名义性存在，但当农民土
地财产权行使出现问题时，其既可以凭借弹力性恢复
真身，也可以依据管理权能，维护集体土地秩序。
农民与农民集体的这种关系可以制度化为集体
成员与集体的关系 —— 集体是特定社区范围内的集
体成员整体。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既享有成员权利，
也负有成员义务。成员权利主要包括参与权与财产
权，即农民有权参与集体事项决策与资产管理，并获
得公平分配的财产份额 —— 可以是从集体收益中分
配的利益，也可以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
等具体土地权利。农民可以通过行使参与权保障在
集体土地权利分配上获得平等对待。成员义务既包
括对集体所负社会功能的分担，也包括对集体的义
务，尤其如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不得损害集体和其
他集体成员利益的义务等。集体成员行使集体土地
分配请求权获得土地财产权，一旦分配，集体成员有
权独立自主地行使土地财产权，但同时应遵守法定义
务和合同义务，集体以及其他集体成员对个体成员行
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情况有监督权利。
确立农民的集体成员地位有助于人地分离，促进
“土地换保障”现状的改变；明确成员权利有利于实现
土地权利公共领域的利益分配。更为重要的是，集体
成员制度摆正了集体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地位 ——
集体首先为集体成员利益而存在，“集体组织是集体
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主体，农民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
质主体”[18]，可以促进农民与农民集体的关系对接，有
效实现两者双向互动。
6　结论
当下围绕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土地改革更关注如
何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农民和其他主体）之间安排具
体土地权利，总体上偏重强化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自由
权属性 —— 要么补充具体土地权利的权能，扩大农民
个体自治范围，要么削弱农民与土地的直接关联，赋
予农民更多实现财产利益的途径，凸显了“稳定土地
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政策要求。双重实现路
径符合这种趋势，但却有所不同。公法路径设置了国
家通过立法形成和行政介入干预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空
间，私法路径同时强调成员义务，从而将个体自治与
社会功能糅合在一起，有利于通过从国家到农民集体
与从集体成员到农民集体的方式“落实集体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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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of Farmers’ Land Property Right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 Perspective
LIU Yuzi
(Law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an approach to implement farmers’ land property rights based on 
their fundamental features that we can identify from historical, soci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The methods of normative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survey are adop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farmers’ land property rights are distributed by the 
state and present an open structure; 2)farmers’ land property rights is essentially relational and have social functions; 
3)farmers’ land property rights are subject to features of land, and dynamically grow from balancing personal autonomy 
and public interests. In conclusion, there should be dual implementation for farmers’ land property rights, namely, 
restricting the inference domain of the state based on functions of fundamental rights in public law, and clarifying its 
independent civil right status, using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membership to define collective members’ rights and duties 
in privat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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